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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的是， 在中欧各国开始转型几年后，前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在
辩论需要更多的激进主义，还是更多的渐进主义。我认为， 在回答“渐进主义者正确， 
还是休克疗法主义者正确”这一问题以前， 必须为我们讨论的这一过程给出恰当的定
义。我的定义是， 这是一个从建立在财产国家所有制和官僚控制基础之上的中央计划
经济，向建立在放开市场管制和财产私有制之上的，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长期

的，历史的过程。这一定义内含着这一过程是由几个不可或缺的子过程组成的。 
 
15年以前， 当波兰和中欧的转型开始时， 当我们在“圆桌会议”（波兰政府和 

反对派的谈判）讨论转型中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时， 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一过程包含几
条主线。 第一， 自由化和稳定； 第二， 制度建设； 第三， 微观重建。 只有这三
个子过程同时进行， 我们才能够推进整个制度的转型， 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向另外一
种经济制度转型。如果这些子过程只有其中一些在进行， 那就只是对旧制度的改革，
而不是向新制度的转型。这一判断提出了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有趣的理论问题：“向市

场制度转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之间有什么差别？” 回答是， 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
经济的改革的目标是维持旧的制度， 使它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 或者按照社会上的
说法， 使它“更人性化”。 但是， 它仍然是旧的制度。转型这一词汇的意义是抛弃掉
以前的制度， 以前的制度被新的制度以激进或渐进的方式代替。 15年以前， 当我们
开始转型的过程时， 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以激进的， 一夜之间完成
的方式， 还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实现转型？   
 
关于改革和所谓“休克疗法”的辩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 首先， “休克疗法”

是一个文字游戏。 它的发音是一气呵成的。就像“幸福婚姻”一样， 它的含义是不管
谁结婚， 一定是幸福的。 可是婚姻并不总是幸福的， 正如休克并不一定带来疗效一
样。 人们可以把激进的制度改变叫做“休克疗法”。 但是， 这样做的前提是它确实带
来了疗效。 

 
但是， 这一过程需要有三个同时进行的子过程： 
 

1） 自由化和稳定 
2） 制度建设 
3） 微观重建 

 
以上三个过程并不是都能够以激进的方式完成的。如果必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自

由化和稳定同时发生， 激进的思路才是可行的。 正如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的， 这些
过程确实可以采用激进的方式。 对于自由化和稳定的过程，是否采用激进的方式，依
赖于过程开始前，经济和财政的不均衡的程度。 不均衡越严重， 采用激进的方式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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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然而， 比自由化和稳定更为重要的过程是制度建设。 从本质上讲， 制度建设
必然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制度呢？ 制度包含经济的游戏规则，强制执行这些游戏规则的法律或习 
惯；包含使这些规则按照我们的意愿实施的机构。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看，正如我们 
在东欧， 中欧的一些国家和前苏联已经看到的， 折除或者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 
能不花多少时间。 但是， 要同样迅速地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它需 
要时间， 也需要金钱。 所以， 那种天真的， 以为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进市场经济和 
它的支持制度； 以为可以用激进的， 或者是“休克”的方法转型的主张， 在包括波 
兰在内的东、中欧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代价很高。 因为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意 
义， 除一个国家外， 所有这些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而这些代价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国和越南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 到目前为止，避免了犯同样 
的错误。 
 
如果旧制度的所有机构， 比如中央计划委员会， 物价委员会， 或者某些控制着计划 
经济产业或组织被摧毁了， 而新的机构还没有投入运行， 我们就会经历一种系统的 
真空： 一个既不是计划， 也不是市场的噩梦。 因为没有合适的游戏规则， 被释放 
出来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 企业家创业的能量都不能得到发挥。 因此， 大量的经济 
活力被浪费掉了， 正如在中央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情况一
样， 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比制度建设更长期的的过程是已有生产能力的微观重建。 关闭没有竞争力的工厂、企 
业， 从新培训劳动力并将他们安排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 这是一件费时、费钱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所有的转型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直到现在， 在东、中欧 
国家和前苏联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15年后， 制度建设还没有完成。 
 
不管我们讨论哪一个国家的经验， 不论是匈牙利还是马其顿， 是克罗地亚还是捷克共 
和国， 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可以观察到激进和渐进的因素同时存在。 从某一个角度 
看， 我们可以说至少有 8个国家（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 
陶宛， 波兰，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接近完成转型。 他们即将加入欧盟。 即 
使在这些转型领先的国家中， 要建成与欧盟成员国和北美一样的，完全的市场经济，
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如果不做详细分析，这些转型国家， 尽管在转型的各阶段发展速度不同， 我们今天都 
可以说他们全都到达了终点线。 在制度建设方面尤其如此， 因为这些国家必须要按照 
欧盟的游戏规则工作。 其他转型国家不同程度地落后了。 不仅是在生活水平和发展水 
平方面落后， 而且在制度建设方面也落后了。 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尼亚，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格鲁吉亚，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尤其如此。 
 
但是， 即使在转型先进的国家中， 比如匈牙利， 波兰， 爱沙尼亚， 斯洛文尼亚， 
捷克共和国， 立陶宛， 虽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 他们都符合欧盟的标准， 但是 
如果忽略转型开始时的差异， 由于在过去 15年转型过程中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 
这些国家在产出， 投资， 个人消费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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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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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DP per capita (PPP) in New European Union 
Members (2003 EU 15 =100)

 
来源：欧洲委员会。 
 
在这一组国家中， 波兰不仅仅在制度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它也是首先走出衰退， 
实现 GDP增长的国家。 2003年波兰的人均 GDP大约等于 1989年的 130%。 在其他
一些国家， 比如俄罗斯 
和乌克兰， 这个数字分别是 75% 和 50% 左右。 与这些国家比较， 中国做的好的多。
（见图 2）。 

Figure 2. GDP growth in 1990-2003 
(19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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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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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些差异与激进主义或渐进主义有关吗？ 这一定与“更激
进或者更 渐进的选择”有关系。 我认为那些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开始转型， 积极推
进必要的结构改革和 制度变革的国家在产出水平和长期增长方面做的更好。 因此， 
作为在这一地区的转型国家中相 对成功的波兰， 并不是因为实行了“休克疗法”。 相
反， “休克疗法”带来了大量问题， 过多 的痛苦和过大的代价。 而这一切本来是可
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 “休克疗法”带来了太高的，不必要的代价和太剧烈的震荡， 
而带来的收获和疗效则不够。 
 
为了更好地理解波兰的经验， 以便学习它， 我门必须要更清楚地研究过去 15年来情
况的演变。 
这一时期可以而切应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我把 1989-19993称为“没有疗效的休克”
阶段。 
在这一时期， 我们无法把通货膨胀稳定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不幸的是， 从 1989年
中期到 1992年中期的转型衰退期，波兰的 GDP收缩了 20%。 其结果是， 大规模的
失业开始发生，还 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波兰经济。 
第二阶段是从 1994到 1997年， 一般被称作“波兰战略”。 我们在此期间采用了不同
的思路。 
我们将工作集中在政府领导下的产业和贸易政策、 社会公平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从新
定义政府 的职能、 渐进而持续的制度建设。 这四年，波兰的人均 GDP增长了 28% （与
中国相比， 这 一数字并不显著， 但是在波兰这已经是非凡的成绩了。）， 失业从 17%
下降到 10%， 通货膨胀 降低了 2/3， 从 38%下降到 13%。 不幸的是， 第三阶段的经
济过度冷却（如果不是扼杀的话） 随着发生（1998-2001）， 经济增长率在 2001年和
2002年上半年下降到很低的 1%左右。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进入目前的第四阶段。 它的标志是 2002年下半年的加速
增长。目前 正在进行中的复苏是因为公司治理的改善， 公共开支的重构和准备加入欧
盟的整合。 企业债务 的重组在推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企业提出可行
的微观重构商业计划的基础之上， 以一部分未偿债务做交换， 一部分旧债被冲销掉了。 
我认为在波兰转型的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 与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不同的是， 渐进的
思路与激进主义相较量，占了上风。 由此， 如果说 波兰的经济与本地区其他一些国
家比较取得了较大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渐进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大问题： 与前苏联和东、中欧国家相比较， 为什么中国
的经济 如此成功？ 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差别？ 
 
某些评论家可能归因于文化因素， 有的认为是地缘政治因素， 有的坚持说是因为政治
制度。 这 种差别与“激进和渐进”的选择有关系吗？ 就中国的经济成长而言， 渐进
的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之间是正相关的。虽然制度建设很重要， 但是还需要有好的政策。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改进后 的制度配合好的政策对经济产生强有力的推动。 中国在
一定程度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相反，错误的， 被误导的政策加上错误的制度， 不
会使一个国家发展。 在 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 俄罗斯就处于这样的形势下。 
 
这就引导我们思考发展政策的问题。 由于很好的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政策， 中国一直
以来在这方面都很成功。 “休克疗法”是建立在天真的， 意识形态的， 几乎是宗教
般的信念之上的, 没有考虑制定发展政策的必要。 在这里， 我指的是那种假设， 即市
场体系本身就是激进的发展动力， 就是发展政策的替代物。 而这种假设完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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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不应该相信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 就像把“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作为发展手
段一样。 发展需要政府主导的战略和政策的引导。 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正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政策的重要性， 特别是发展政策或者叫做增长政策。 我们可以研究
一下即将加入欧盟的东、中欧国家的经验， 他们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变迁的历史是相似
的。 其中一些国家在产出、 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做得比其他一些国家好很多。 这
是因为在过去 15年里， 它们执行了不同的政策。 所以， 由于没有制定长期的发展政
策， 俄罗斯， 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就没有波兰和中国的发展那样顺利。 
 
因此， 我们应该把行动的目的和方法加以区分。 在经济、 经济政策和政策制定时， 常
常会发生目的和方法的混淆。 这种情形不但常见于转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在其他国
家也可以见到， 特别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避免了此类错误， 而东、中欧和
前苏联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一项政策的目标是发展， 其他一切只是为达到这个目标的
手段。 不幸的是， 在制定政策时， 稳定的汇率有时成了经济政策目标的手段。 无论
付出多大的代价， 保持最低的通货膨胀率有时被认为是政策的终极目标。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加入某些国际组织的时候， 比如经合组织， 欧盟， 世界贸易组织。 但是， 
这些行动绝对不能被当作政策的目标。 我们必须把这些行动作为手段和工具， 因为我
们需要达到的目标是长期的， 持久的， 可持续的发展。 
 
系统的变革， 或者叫向市场的转型， 对于长期发展来讲是很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
讲，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被看作达到首要目标的工具。 这个目标就是发展。 这就
是我对于中国过去 25年以来， 向市场转型的理解。 这也是我在经济学中的政策导向
研究和咨询工作的的理论基础。 这个思路， 即把一切看作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的
思路， 是我在两度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时的指导思想。 在 1994年-1997年我第
一任时， 我们成功地实施了“波兰战略”。 第二任时， 2002年-2003年， 经济重新
快速增长。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经济增长率从 0.5% 发展到超过 5.0%. 
 
十五年以前， 在东欧， 我们喜欢开玩笑地说， 从资本主义转型到社会主义就像用水
族馆的鱼做鱼汤。 这句话的意思是， 逆向操作， 即，由社会主义再变成资本主义是
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再把鱼汤还原成鱼一样。 但是， 如果采用渐进的思路， 如果
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合理的经济理论之上， 如果我们没有混淆政策的目标和手段， 而把
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 这样的“奇迹”是可能发生的， 一
个有效的市场经济可以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但是， 也有例外。 近代史见证了一个激进转型， 或者叫做“休克疗法”的成功案例。 
这就是前东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即现在的统一后德国东部的 5 个行政区。 特殊
的条件不但使它几乎是一夜之间使经济自由化，并且稳定住了， 而且， 在相对较短的
时间内引进了必要的新制度。 不过， 转型的第三阶段， 即对当时已有的生产能力微
观重建却花了多年的时间， 甚至直到现在这一任务仍在进行中。 
 
我在研究转型经济发展政策， 自由化和把我们的经济整合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等问题时，
研究越深入， 越认识到更多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经济问题。 我的观点是， 就长期来说， 一旦转型过程开始， 民主和民主化将推动
向市场的转型， 并且改善市场的运行。 但是， 这一观点招来了更多的辩论。 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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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市场， 必然会招来这样的问题：“那么民主呢？” 我不确定这样的问题是否很准确。 
当谈到向市场的转型时，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民主制度较不完善， 民主的实践较落后， 
但却执行较好的政策， 经济成长快很多的国家。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转型国家： 
它们具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但不幸的是， 它们却执行了错误的政策，
经济发展遭受挫折。 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观， 它不一定， 而且肯定不会自动地支持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不只需要民主， 还需要制定有效的， 基于恰当的经济理论和强
有力的政治承担的战略。 
 
民主和从不民主的制度通向民主的道路， 即民主化， 也是有关制度和制度建设的。 它
是一个长期的， 困难的过程， 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和社会成本。 因此， 我们可以观
察到一些东、中欧国家—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人们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东西比民主
带来的东西更加满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 市场比民主更有效。 这是为什么？ 怎么会
有这种事发生？ 这怎么可能呢？ 我要说的是， 除了制度和政策， 还有第三个因素在
起作用， 那就是文化。 我要再次说明， 我既不是心理学家， 也不是人类学家， 但
是， 作为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很多事情依赖于文化， 而不是， 比
如，完善或者微调金融市场。 
 
在这里， 我所说的文化的含义是指文明和作为一套行为规则的文化。 这样才可能讨论
商业文化， 市场文化， 财政文化， 政治文化， 官僚文化。 或者与自治社团有关联
的地方政府文化， 这种文化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性质相比较， 似乎落后了。 如果在
较发达的市场制度、 市场结构、 市场工具和市场文化之间出现失衡， 问题就出现了：
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因此， 如果某些市场取向的变革是以快速或激进的方式进行的， 
而市场文化的变革滞后， 结果将是系统的各部分不兼容。 

由于中国在制度建设、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过程中采用了渐进的路径， 再次优于俄
罗斯。同时， 市场文化的建设也获得了动力。 结果是， 与俄罗斯不同， 中国保证了
系统内各部分的兼容。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由于在实际的转型开始以前,  东、中欧国家
已经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 这些国家也享有较高的兼容度。 因此， 我们必须把转
型看作是一个逐步学习、 熟悉新的思维、工作、执行风格的， 渐进的过程。 在成都，
克拉科或者圣彼德堡市中心用不锈钢、 玻璃和大理石盖一座银行，就说我们建成了市
场经济， 这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还需要那些知道怎样在银行内外行为举止的人， 而
不要那些知道怎样抢劫银行的歹徒和那些知道怎样欺骗客户的骗子。 这些知识需要长
期的积累。 

在将来， 我们会看到某些地区， 某些商业， 某些产业或者某些国家会比其他更为成
功。 我毫不怀疑， 在这一点上， 中国将继续是， 如果不是最成功的国家，也是最成
功的国家之一。 我也希望， 作为欧盟的一个新成员， 波兰将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承担和决心， 我们需要向前进。 但是， 我们不能太匆忙， 因为激进带来的
损失可能要大于收获。 19世纪， 在一次非洲探险旅行的路上， 亨利·斯坦利爵士想知
道他的非洲仆人为什么走的怎么慢， 于是问他们是否生病了， 还是累了。 都不是。 他
们回答说： 我们可以走的很快， 但是我们的灵魂跟不上。 所以， 让我们不断前进吧， 
但不要快得把自己的脖子折断了。 因为太快就会丢掉我们的灵魂，  那将是一场大病。 

翻译： 景 光 


